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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汉语句法的功能透视

十五年来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最为引人注目的成果集中在

句法结构的形式分析上面。自８０年代后期起，汉语语法研究开始

引入功能主义的语法分析，功能主义的语法分析显示出强大的生

命力。主要的研究成果有，名词性成分的指称性质对汉语语法结

构的决定作用研究，篇章中的回指现象及省略现象的追踪研究，与

预设有关的句法语义现象研究等。这些研究显示了如下特点：１

突破了形式研究中只以内省的句式为研究对象的做法，更多地注

意了各种与语言行为有关的因素对话语组织的影响；２．突破了形

式研究中只把注意力集中在类型的异同的做法，而较多地注意实

例的多寡所反映出的倾向性的规律；３．突破了形式研究中把对象

看成一个静态的成品的做法，而较多地当做一个动态过程看待，研

究听说双方的语言认知策略；４．突破了形式语法孤立的看待句子

（甚至只是一个结构）的做法，而十分重视联系语境进行分析。

应该说，这些研究都还只是初步的，因此其主旨和操作方法上

与传统的结构形式分析之间的重大分歧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国

外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即极端形式主义者所强调的句法结构的

自主性、独立性和极端功能主义者所强调的语言结构对功能因素

的绝对依赖性）之间的争论迟早会在汉语语法学者中间展开。因

为一方面，汉语语法研究中较重视结构形式的一些学者已经发现

功能因素对他们的一些干扰，而纯用形式描写已开始捉襟见肘；另

一方面，注重功能的学者基本是在传统形式语法的框架基础上进

行功能分析的，往往不加分析地接受了形式分析的若干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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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语体制约和语义制约

而作进一步研究。这两个方面说明了我们的语法研究还不很成

熟，国内外一些有识之士所指出的“应看到他们的研究之间的互补

性”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具体地说，面对一个或一组语言现象，

可否考虑先分析出哪些是功能因素，再确认哪些是句法结构形式

自主的事实，以免只从一端分析难以贯彻到底？遗憾的是，过去

的语法研究中很少进行这方面的辨析，造成了某些混乱局面。这

里以一些近年来语法分析中的热点问题为例，说明区分功能因素

和句法因素将对我们认清语法事实有所帮助。

０年第５

不同语体的语料混合在一起没有同质性，因此也得不出可靠

的语法规律，这一点朱德熙先生和胡明扬先生都有过很好的论述。

他们一再强调了书面语和口语语体区分的重要性，其实，从更严格

的视点来看，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仅是最基本的一种，语言成品常

常是不同语体不同程度地糅合的结果，语言研究者的任务首先是

辨析清楚各种语体，然后分别研究其中的规律。例如首先可以分

出独白语体和对话语体，独白里又可分为叙述体、论证体、说明体、

劝告体等，对话里还有日常对话和特殊对话的区别。廖秋忠《篇章

中的论证结构》（《语言教学与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１期）是论证文体的

研究；徐赳赳《叙述文中“他’”的话语分析》（《中国语文》１９９

期）是叙述文体的研究；沈家煊《不加说明的话题》（《中国语文》

１９８９年第５期）是对话语体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沈文还着眼

于对话语体和独白语体的联系，特意进行了对比研究，显示出区分

不同语体进行研究的深刻解释力。

然而，在以往的语法研究中，语法事实所受到的语体制约常常

被当做语义制约来看待。例如有些著作研究受事主语句时，注意

到了被字句和非被字句的区别是叙述句和说明句的区别，而讨论



１．２篇章单位与句法单位

非被字句有时不能变换为被字句的原因时，却往往归因于是否需

要突出被动关系以及是否表示愉快的事情。其实，以“信写好了

→＊信被写好了”而言，在某些方言口语里后一句未必不能说，即

便是北京话里也有相应的“信给写好了”的说法。箭头前后两句的

区别仅仅是语体表达功能的差异，而不是语义制约的结果。这一

个小小实例的分析足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因为它将启发我们

对汉语基本句式的描写研究进行反思：我们此前对于汉语里主动

句与被动句、施事主语句与非施事主语句、“把”字句“被”字句与一

般叙述句之间的对比分析，有哪一项研究是在严格进行了语体分

析的前提下进行的？当然我们并不认为语体分别是这些句式功能

语义差异的全部原因，但是，对语体制约没有清醒的认识，是否已

经在我们的研究中造成了某些混乱呢？

国外学者对语体问题的重视程度远远比我们高，他们的做法

有十分严格的标准和可操作性。我国过去在作文教学和修辞研究

中对语体有过许多探讨，但语法学兴起以后却没有充分重视语体

对语法的影响，我们应该学习国外学者的科学态度和系统思想，从

汉语实际出发，对汉语语体进行系统研究，进而写出一些针对不同

语体的语法研究报告来。

应该承认，篇章结构和句法结构分属不同的系统，篇章单位与

句法单位虽然时有对应（如句法上的主语有时就是篇章里的话题，

句法上的宾语有时就是篇章里的焦点等），但它们在各自系统中的

功能不同，也就不能等量齐观。过去的语法研究中，常有简单地把

篇章单位的某种功能赋予句法单位的倾向，也造成了一些系统上

的混乱。

比如我们发现．领属结构作主语的句子和所谓主谓谓语句、重



了父

Ｃ２

Ｔ

动句之间有着惊人的功能联系，而这几种句式在过去的句法分析

中常常被看作是渺不相涉的。有一部译制片《情人》中有一句台

词，同时出现的配音和字幕小有差异：

ａ．中国人的婚姻皆由父母作主（字幕）

ｂ．中国人哪，婚姻都是由父母作主的（配音）

两句话作句法分析，结构不一样，第一层次的主语分别是“中

国人的婚姻”（ａ）与“中国人”（ｂ），然而从篇章角度看，二者的话题

成分都是“中国人”，因为其后续句仍是就“中国人”展开评论的。

以前人们讨论话题成分时，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从句法

上可以切分出来的成分上，如主语、状语或全句修饰语等，却往往

不能承认这种定语成分作为话题对全句的支配作用。从篇章功能

来分析，下面四句几乎是等价的：

ａ．我这舞跳得也够灰心的

ｂ．我的舞跳得也够灰心的

ｃ．我跳舞跳得也够灰心的

ｄ．我舞跳得也够灰心的

Ｓ

／

Ｔ１ １Ｃ

／

Ｔ２

２＝舞／这舞／跳舞１＝我，Ｔ

这个现象说明了两个事实，一是篇章单位与句法单位的不一

致性，二是篇章结构与句法结构的不一致性。

面对一个或一组句子，看来首先应该进行功能分析，划清篇章

层次，再看哪些是可以进行句法分析的，哪些不必。“王冕死

亲”在语法论著里成了经典例句，可要是把这六个字说给一个没学

过一点儿语法的人听，人家会问：“死了父亲怎么啦？”可见，这六个

字是否成句大可怀疑。我们不妨找来其原始出处略作分析：

元朝末年，也曾出了一个嵚崎磊落的人。此人姓王，名冕、在 暨诸



篇章功能与句法功能１．３

县乡村里住七岁上死了父亲，他母亲做些针指，供给他到村学堂去读

书。（《儒林外史》）

表明六句段所说的

从篇章角度分析，一段话总是先交代出参照点，这种参照点可以是

时间／空间的，也可以是人物／事物的，下面的话总是在其制约下展

开评述的。“元朝末年”是第一个参照成分，交代了时间；“此人”作

为一个角色参照成分，支配着下面六个句段，

都是与这个人物有关的事情；“七岁上”作为又一个时间参照成分，

支配着下面三个句段，表明三句段说的都是这个时候发生的事。

主观地把一个较大的参照成分安到某个句段的句首是很危险

的，比如最后一个句段，说成“母亲供给他到村学堂去读书”似乎也

成话，但联系上文一看则发现语义不仅如此，因为“做些针指”与

“供给”间的语义关系被割掉了。把“王冕”安到“死了父亲”前边也

存在同样的逻辑错误。做句法分析可以研究“死”跟“父亲”间的结

构关系，却不必关心“王冕”与“死”、“死了父亲”之间的关系，因为

其间原本不存在句法关系。

过去人们注意到了句法结构跟某些与语言行为有关的因素的

联系，如停顿、轻重音、句中语气词的运用等，用以判断某种句法性

质。其中较有影响的一种说法是主谓结构之间常常可以加上句中

语气词“啊、吧、呀、呢”等把主语和谓语隔开，即便是看到了这种特

征与主谓结构的分布并不完全对应的学者，也还认为它是主谓结

构的典型特征，而把二者的不相重合之处解释为范畴的模糊性。

我们通过考察发现，句中语气词所隔开成分的复杂程度是超出我

们想象的，如：

咱们这招牌跌份！ａ．人家呀，说

人家说呀咱们这招牌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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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句“这

人家说咱们这招牌呀，跌份！

ｂ．我吧，从小就羡慕一种职业⋯⋯

我从小吧，就羡慕一种职业⋯⋯

从小吧，我就羡慕一种职业⋯⋯

从小我吧，就羡慕一种职业⋯⋯

我从小就啊，羡慕一种职业⋯⋯

成分相干，它们只体现篇章功能，而不体现句法功

我们赞成在认知语言范畴中引入原型范畴理论，但诚如其主张者

所指出的，如果某一范畴体现出的多种功能之间存在不平等性，我

们可以取其优势分布作为基本确认框架。但据我们考察，首先，语

气词出现在主语成分之后的并不占绝对优势；其次，出现在语气词

之前的不仅有名词性成分，还有副词、连词、动词等，因此也不足以

据此把主谓结构与其他结构区分开。但语气词在句中的分布并不

是随意的，它永远不会在焦点信息所在的最小结构里。我们的认

识是，句中语气词实际上是说话人对句子信息、结构心理切分的手

段，并不与句法

能。

句法分析的结果有时不能反映篇章功能，比如指示词“这／那”

直接加在一个名词性成分的前边，句法上只断言它们是同位结构，

就不再管其他了。但我们注意到在以下三种说法里：

ａ．这老王，嘴简直跟城门似的。

ｂ．这人哪，就是不能太善

ｃ．我这舞跳得也够灰心的。

”读为ｚｈèｉ，重读；ｂ句‘“这”读为ｚｈｅ，轻读；ｃ句“这”读为

ｚｈｅｉ．轻读。三句里“这”的指别作用都已很弱，它们共同的性质是

作为话题标志，读音的不同反映的是话题成分指称性质的不同：ａ

句是定指成分的标志，ｂ句是通指成分的标志，ｃ句是无指成分的

标志。

当功能原则跟句法原则相冲突时，一般也应尽量从功能角度

解释才能维护句法规则的一致性。我们来看一个较为特殊的例



而我们却看到下面这个

子。副词“分别”前后出现数目相同的主体和客体的时候，有一条

强制性的要求，即：一个对应一个，多项主体和多项客体的次序必

须相同。如“老周和老陈分别当了主任和副主任”，只能理解为“老

周是主任，老陈是副主任”而不能相反。

例子：

我和德熙兄是１９５２年分别从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调到北大中文

系工作时才认识的，那时他正忙于准备去保加利亚讲学，虽然住得很

近，但来往不多。（林焘《哭德熙兄》）

熟悉情况的读者都知道，林先生来自燕京大学，朱先生来自清华大

学，事实与“分别”的表述正相反。这时副词“分别”后的客体表述

顺序并没有遵从前面“我和德熙兄”的排列，而是遵从大主题先行

的原则了，看下文“那时他正忙于⋯⋯”“他”所指为朱而不是林也

证明

句还和“

了这一点。

再如传统句法研究者十分重视的“把”字句，近年来越来越受

到功能派学者的重视。有人认为“把”字式的运用受到对比意味的

制约，也有人认为“把”字的作用是为了表示动词前宾语的有定性。

不管这些结论是否全面，但至少表明“把”字式运用中篇章因素的

作用不亚于句法制约。

我们还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把”字式常规下不作为始发

句出现，往往是出现在后续小句里，试比较：

ａ

ｂ

．一只足球蹦过草地，滚到我脚下，我停住球，接着飞起一脚把球踢走。

．？有一天我把这只足球踢出去，穿海魂衫的弟兄们急急忙忙跑起来追

。球

当然问题的全部并不这么简单，“把”字能不能作真正的始发

把”字宾语的指称性质及动词的时态特征等因素有关。但

据我们观察，“把”字式出现在始发句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这个

事实反映出‘把”字式强烈的承前性和极弱的启后性。



１．４功能分类和语义分类

汉语语法学者现在越来越愿意以计算机适用不适用来证明自

己语法体系的合理性。形式分析的成果远不够用，就赋予了更多

的语义解释，这的确是计算机理解和生成汉语的基本需求。这里

我们想要指出的是，功能分析的某些结果也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因为这也是计算机合理地生成汉语的必要因素。

拿动宾组合的分类来说，现在一般是以宾语和动词之间的语

义关系为纲来分类的。如把宾语的语义成分分成施事、受事、与

事、工具、原因、结果、处所、时间等。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着眼于

名词性宾语自身的功能属性，则可以得到不同指称性质的若干类

别：

ｂ．有定宾语：

ａ．无定宾语：开了一个饭馆找个替身　　想起来一个人　　打两场球

找着她了　　逛颐和园　　来这儿　　碰见刚才说话那人

ｃ．无指宾语：说话　　办事儿　　睡行军床　　教数学当司仪

这只是举几种典型类别，并非穷举。仅以此三种而论，它们在篇章

中的表现就有所不同。

ａ类无定成分作宾语的句子，有很强的启后性，很少有承前

性，一般来讲这样的句子后面总是随有后续小句的，不大可能光

秃秃的作结。例如：

趟，找找绅

（１）潘佑军的朋友在稻香湖开了一个马场，潘佑军几次提出去那儿玩一

士的感觉。

（２）我先进去的那间摆着一张大床，摞着儿只樟木箱，床头还有一幅梳着

五十年代发式的年轻男女的合影，显然这是男女主人的卧室。

门内出来．急忙叫住他。

ｂ类有定成分作宾语的句子有较强的承前性，例如：

（３）我看到卫宁穿着拖鞋从家

（４）我在院门口等米兰时，朋友们毫不怀疑我是用通常的方式控制住

这个“圈子”。



但同时，有定宾语句也有一定的启后性，例如：

（５）杜梅不答应，我只好带她去，车来了一瞧，潘佑军也带了老婆。

这是因为宾语位置的信息度往往较高。信息度最低的事物一般总

是放在主语或“把”字后面，这一例的“她”既有承前（回指“杜梅”）

性质，又有启后（对比“潘佑军的老婆”）性质。这是有定宾语句的

一种常见功能。

ｃ类则与前二者不同，无指成分由于不指称话语中任何实体，

所以所在句子的情状意义十分模糊。典型的无指宾语句往往只是

一种说明，而不是叙事，例如：

（６）我是售票员。

（７）她唱女中音。

（８）马走日字，象走田字。

这几种句式的实际表现还有一些复杂情况，这里不能细说。

但总的来说的确存在这么一种倾向性的规律，这无疑对计算机理

解和生成汉语篇章组织方式有一定的帮助。

如果承认语言是人类交际工具的话，就得承认交际的需要对

语言结构的决定性是第一位的。对语言系统可以进行纯形式的结

构分析，也可以进行系统的语义研究，但对形成这种形式／语义表

现背后的功能因素却是不能不加以注意的。本章不是系统地讨论

语言功能对句法结构的作用，而仅仅是想通过分析一些实例，说明

一些句法现象背后的功能制约，其中有些问题在海外学者的研究

中早已不是新鲜课题。汉语语法学者也有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独

到研究成果，目前更需要的是加强理论意识，把传统汉语研究中好

的传统和海外学者优于我们的一些新的视角结合起来，推进汉语

语法研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对应的原则”。

附 注

①关于句段的概念，请参看范继淹（１９８５）中的介绍。

②见袁毓林（１９９５）。

③这个规律在廖秋忠（１９９２）中被概括为



第二章北京口语的研究价值

ｆｏｒ　ｅ

２．１北京口语和汉语语法研究

北京口语语法的研究，在朱德熙先生看来，“是现代汉语语法

研究的基础”。朱先生十分强调研究北京口语语法，他谈过三个方

面的原因：一，北京话是现代标准汉语的基础方言；二，北京话是几

百万人口里说的活生生的具体的语言，它基本上是稳定的、均匀

的；三，研究北京口语语法，有利于我们去发现现代汉语里最根本

的语法事实，例如基本句型的

出了把北京方言的语法当做汉语口语语法的主张，这

确认，最重要的语法成分的功能，语

音节律跟语法的关系等等。朱先生强调北京口语的稳定性和均匀

性，这是极有见地的。纵观我国语法学史上几部有影响的语法专

著，如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朱德

熙《语法讲义》等，无一不是以描写北京口语为基础的，赵元任先生

成书于本世纪中叶的《北京口语语法》和《中国话的文法》两部著

作，更明确提

两部书在语料的可信程度和分析的细密公允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

有的高度。我国四十年来的语法研究，基本上继承了前辈学者在

朱德熙先生

审慎对待语料方面的良好传统，但同时，也有一些混乱现象出现，

（１９８７）一文即是就此而发的议论。令人遗憾的是，朱

时可看见一些讨论语先生的提醒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至今还

ｉｏｎ　ｂｅｆｏｒｅ

法问题的文章由于臻别语料方面功夫不够，直接影响了结论的可

靠程度。赵元任先生有句名言是：Ｄｏ　ｎｏｔ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ａｎ　ｏｐｉｎ

ｙｏｕ　ａｒｅ　ｒｅａｄｙ　ｗｉｔｈ　 ｘａ

忠告，才

ｍｐｌｅｓ＇．作为语法研究的晚辈，谨记前辈的

有可能避免因语料欠妥而结论荒谬，从而在加深对语言事



——北京口语的研

实的认识方面得到些益处。

已

不仅如此，朱先生提出的研究北京口语语法有利于发现现代

汉语里最根本的语法事实这一看法，也是极具启发意义的。从世

界语言学发展的总的趋势来看，形式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已不复

存在，而以口头的活的语言为研究重点的功能主义方法越来越受

到广泛的重视。尤其是７０年代以来，不管是形式主义者还是功能

主义者，都开始有意识地摒弃脱离语境以内省式的孤句为唯一分

析材料的语言研究方法，转而研究自然素材中的实际用语，以发现

那些在以往的形式研究中被剪裁掉的、可能反映了语言使用的重

要决定因素的现象，进而概括出实质性的语言事实。北京口语语

法研究近十几年来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在学者们的评述中，还只是

被看作一个语法研究中比较活跃的分支，其重要意义尚未完全揭

示。近年来国外功能学派的一些学者对汉语语法进行研究时，

开始有意识地重点分析北京口语，发现了很多重要事实，得出了对

汉语语法全新的认识。从这点看来，朱先生的提法可以说是一种

远见卓识。而目前国内对北京口语语法研究重视不够和国外对北

京口语现象准确性的把握先天不足这两方面的事实，使得着手进

行全面系统的北京口语研究更具有迫切性。我们说，关于超乎口

语的普通话规范语法的说明要靠从其基础方言

究中去概括；方言语法的研究要靠和北京口语语法（而不是普通

话）现象相参照；汉外对比要靠北京口语的系统描写去检验普遍语

言理论的适用性；历时的语言研究要靠当代北京口语材料去和古

代口语材料相比较。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北京口语的语法研究

作为一项有本体意义的基础性研究，改变其薄弱的现状，还需做出

更多的努力。



语内部的历时变

北京口语的层次２．２

作深入细致的进一朱先生提出的课题有许多方面是需要我们

步探究的。朱先生在强调北京口语的可靠性时，只是笼而统之地

说它是相对稳定和均匀的，而当我们全面系统进行北京口语研究

时，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北京口

口一词地说“那是老

异和共时差异问题。笔者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曾先后随林焘先

生进行过几期北京话的语音、词汇社会调查，从林先生已发表的若

干研究成果来看，北京话语音、词汇上的内部差异是有清晰的倾向

性规律的。但考察语法事实的差异却不像语音、．词汇那样容易确

定相关参数，或许语法本身在变化上就不像语音和词汇那么清晰

有迹可循。凭我们作为活材料（ｉｎｆｏｒｍｅｎｔ）身分的体察，感到北京

口语在语法上，共时的社会差异（如文化程度、身分地位、性别等方

面的不同）虽然有，但不明显，较为显著的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历

时变异。老舍的小说，侯宝林的相声，代表了半个世纪以前一个时

期里北京话的风貌，现在的北京人听来，会众

北京味儿了”。当代北京口语形成之初（８０年代中期）曾被讥为油

滑和故作调侃，而进入９０年代以来，王朔的小说，梁左的相声，冯

小刚的影视剧本所代表的北京口语，不仅流传在社会各阶层人士

的口中，且堂而皇之地登上了首都各大报纸的版面，并逐步渗入其

他方言，可以说，八十年代以后的北京话在很多方面已不同于老舍

时代了。

老作家林斤澜发表在《南方周末》上一篇题为《北京语言不共

同》的文章里些道：“老舍写北京，王朔也写北京。老舍写北京市井

市民，王朔也写北京市井市民。两个人‘写’的‘字’，都是出色的北

京语言。老舍把北京语言写到家了，王朔的北京语言也独创一格。

两人的锤字炼句，又仿佛南辕北辙。其实都是‘北京人、北京事、北



——老舍——王朔”当作北京口语百年来发展的三个阶段的代

⋯⋯得远”的意思。

京话’，偏偏二位没有‘共同语言’。”王朔本人在自述里也说：“老北

京的方言我并不太懂。”“我作品中的语言主要从口语中借鉴。写

小说要说人话，好让后人知道这会儿的人是怎么说话的。”

如果我们把眼光再放远些，看看成书于一个世纪以前的代表

当时北京口语的《儿女英雄传》，就会发现，那不仅距今天的北京话

差距甚远，且和半个世纪前老舍时代的北京口语也有不同，把“文

康

表，考察现代北京话的阶段性发展，将是十分有意义的事。太田辰

夫先生认为现代北京话形成于１８世纪末，他提出七项主要特点作

为标准：１）第一人称代词的包括式和排除式用“咱们”“我们”区别，

不用“俺”“咱”等；２）有介词“给”；３）用助词“来着”；４）不用助词

“哩”而用“呢”；５）有禁止副词“别”；６）程度副词“很”用于状语；７）

⋯⋯得多”““～多了”置于形容词之后，表示“

（见太田辰夫１９８８）清末的北京口语发展到老舍时代有了一定变

化是大家公认的，但迄今我们未见有谁像太田先生这样提出若干

标准来说明那半个世纪的发展情况。如果我们的研究能够从当代

回溯，先总结出当代北京口语若干有特色的语法现象，再拿着跟老

舍作品进行比较，寻求出一些能作为标志的东西，那将是十分理想

的事。如果再从老舍作品继续做回溯工作，就可以对北京口语一

个世纪以来的发展有一个全面客观的了解。

百年间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社会变迁是促使口语变化的

主要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给不同时期的北京口语

留下了鲜明印记，这种影响表现在词汇和修辞上是显而易见的，而

语法的细微变化却不易察觉。老舍和王朔文学取向和社会评价各

不相同，但表现口语语法形式的时代性却同样真实。尤其是王朔，

他的作品毁誉不一，语言成就却为世所公认，他作品里对当代北京

口语各种现象自然不加剪裁地客观反映，为我们的功能分析提供

了很大的便利。



２．３关于本书的用例

本书例句大多取自北京口语。材料来源有两种：一是书面材

料，主要是北京作家的文学作品；二是录音材料，其中又分为两类，

一类是电视剧录音，一类是自然口语录音。书面材料较多的使用

的是老舍和王朔的作品，我们侧重考察作品中对话的部分，避开叙

述描写性语句，以期降低书面语体的影响。电视剧录音选取的是

同期录音的电视剧，这类材料比较贴近自然口语，而录音语料与原

剧本的对比更有利于我们对口语特征的认识。自然口语录音，材

料大部分来自北京大学林焘先生指导下的三期（１９８２－１９８４）北京

话系统调查。这次具有社会方言学意义的调查对北京城区和郊区

的２５个点的４４９人，分不同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民族等，进行

了一次全面的考察。作为当年的参加者，我们从实际调查中对北

京话的方方面面有了更深的体察，同时，也更进一步认识到语料的

分析甄别对研究工作的深刻影响。而这份从多角度反映北京口语

面貌的材料，对我们今天的研究更是帮助匪浅。

本书的引例，凡论及一般语法现象的，均不注明出处；而那些

对所论语法规律有证明性作用的例子，则——注明。


